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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研究：一个国外综述视角

周平，渠涛
（山东财经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劳动力返迁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领域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较强影响力。因此，通过文献回顾和学

术综述，明确了返迁现象的实质是劳动力转移的伴随行为，为一系列“力”作用的结果。返迁劳动力具有外出劳动力和

本地劳动力的双重属性，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其收入影响因素中，返迁决策因素为重要的间接影

响因素，而个体适应性、返迁地作用及劳动力特征为直接影响因素，包括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和创业就业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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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内部结构正在发生

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1年至 2020年十年

的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虽然农民工数

量由 2011年的 25 278万人增加至 2020年的 28 560
万人，但同时，数量增速由 2011年的 4. 4%下降

至 2020年的 ⁃1. 8%，呈逐年下降趋势。进一步区

分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户籍所在乡镇地域

外从业的农民工即外出农民工， 2020年数量为

16 959万人，已回落至接近 2011年的 15 963万人

的数量水平。另一方面，本地农民工数量有所增

加，从 2011年的 9415万人增加到 2020年的 11
601万人。同时，外地农民工占比逐年下降，本

地农民工占比逐年上升，由 2011年的 37. 2%上

升至 2020年的 40. 6%。十年间，新增农民工数量

合计为 3282万人，其中新增本地农民工为 2186
万人，占比达到 66. 6%。本地农民工是返乡劳动

力的主要来源。

国内，外出劳动力的返迁主体可以用返迁劳

动力、返乡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等进行置换，主

要指返回非城镇户口所在地 （县乡镇村） 创业或

就业、外出务工时间超过 6个月的农村转移劳动

力［1］。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或移民迁移过程中，始

终存在返乡返迁的回流现象，相关研究也成为劳

动力转移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外研究发轫于 19世
纪末，多以返迁家乡的移民为研究对象，返迁行

为多以移民迁移潮流中伴随的反向迁移问题来对

待，从研究返迁行为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入手触及

收入问题的本质，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从不同视

角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其收入影响问题。与此相

比，国内相关成果较少，尤其当研究视角聚焦于

回流家乡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即返乡劳动力收入影

响问题时，研究成果鲜见。这与返乡劳动力的群

体特征多元且难以把握、收入影响因素繁杂、收

入传统动能薄弱等原因有关。因此，本研究利用

学术综述的研究方法，梳理探讨国外相关的理论

和应用研究成果，从揭示国外移民的返迁行为入

手，探讨其行为价值及收入影响因素，以期为我

国返乡劳动力收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时间线索和标志性成果

（（一一）） 学术史梳理学术史梳理

19世纪之前，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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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的转变，配第和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研究

中已经开始触及劳动力转移的思想。其后，顺从

时间脉络，相关学者贡献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理论

研究成果，从推拉理论到二元经济理论，再到其

后的从个人福利、家庭战略、社会结构、社会网

络等多元视角探讨劳动力迁移决策机制的研究成

果。以上成果中触及和内含了有关返迁劳动力及

其收入问题的研究。按照时间线索，可以分为四

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世纪 50年代之前。由于特定

时期和特定背景，这个阶段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特

征为劳动力本身并非这个时期研究对象的主体，

研究对象多为移民返回母国的返迁劳动力，返迁

行为也并非作为主流观察客体出现于劳动力转移

研究之中，其研究结果中虽然暗含返迁及返迁劳

动力收入的影响因素，但由于返迁始终为研究对

象的伴随性存在，因此，在研究成果总量中，返

迁研究所占比例非常低。

第二阶段为 2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研究

对象依然以移民的返迁劳动力为主，开始出现以

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时期是西方

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并基本完

成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阶段，当转移方向

设定为农村 （农业部门） 向城市 （工业部门）

时，行为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社会流动，这也是农村劳动力对

于生存机制变迁的理性反应。这个时期，在理论

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达到一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新高度，许多经典的原创性劳动力转

移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和成熟起来的。当

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程度高且城乡

差别小，返迁只用于研究的反事实行为，返迁劳

动力的相关研究成果依然较少。

第三阶段为 20世纪 70年代至 20世纪末。劳

动力转移理论更加成熟，其研究对象有所扩展，

返迁劳动力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20世纪 70年代

开始，西方绝大多数国家进行了世界范围的产业

二次转移，其结果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在内的各

种生产要素的大范围流动。在此背景下，这个期

间出现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典理论研究成

果，如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生

命周期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

这些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依然照准于转移劳动

力，同时，更加关注出现的移动方向上规模性反

向迁移，此时，当研究内容为返迁劳动力职业选

择以及创业就业等影响因素时，研究内容会间接

或直接关联于收入问题，而成为返迁劳动力收入

研究的重要参照。

第四阶段为 21世纪之后。研究区域对象更多

的转向发展中国家。理论上而言，刘易斯第二个

转折点后，进入拉尼斯⁃费阶段，即单向转移逐渐

成为双向移动，可出现持续性返迁现象。这个过

程中，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研究内容聚焦于

返迁劳动力创业就业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影响因

素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为收入水平，即返迁劳动力

收入水平源于创业就业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因

此，这个时期的诸多研究结果会涉及返迁劳动力

及其收入问题。

上述四个研究阶段，每一个阶段会围绕某个

研究主题形成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许多研究

主题会跨越几个阶段甚至所有阶段而展现一个动

态的学术历程。

（（二二）） 相关经典理论相关经典理论

不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农村劳动力迁移，其迁

移的最主要动机是追求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

善，这是“推力—拉力”之间一系列力量相互作

用的结果，此为赫伯尔 （Herberle） 的推拉理论

（Push⁃pull Theory） 的核心论点［2］。其后，博格

（Bogue）、李 （Lee）、巴格纳 （Bagne） 等学者均

对推拉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和补充。劳动

力移动是迁入地的拉力、排斥力与迁出地的推

力、吸引力之间作用的结果，其目的指向是追求

更高满意度的生活。因此，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

由流动的条件下，无论是人口迁移还是移民返

迁，都可以通过迁移改善处境，迁入地的社会经

济条件的改善因素为拉力，迁出地的不利条件因

素为推力，迁移动力由拉力和推力两种前拉后推

的力量共同构成。当然，迁入地和迁出地各自也

都包含推与拉的两种力量，即出入双方同时存在

吸引和排斥两种作用力量，双方之间还会存在中

间障碍因素，如双方的文化、生活习俗等差异也

会成为移动影响因素［3］。推拉理论的研究对象主

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但其结论同样适用对

劳动力返迁现象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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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劳动力转移现

象，除推拉理论外，还出现一系列经典且产生重

大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二元经济结构

系统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发展经济学中三个

最具独创性的经典理论构成，分别是刘易斯模型

（Lewis model）、拉尼斯 ⁃费模型 （Ranis⁃Fei mod⁃
el） 和托达罗模型 （Todaro model），这些理论为

劳动力返迁及其收入影响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石。

如刘易斯所言，迁移原因是因为工业部门具有较

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4⁃5］，当工业部门用

农业部门或农村置换时，暗含着转移劳动力返回

迁出地即返迁的可能性。托达罗认为移动的最重

要原因在于，城市可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较

高收入水平期望［6］，这里同样暗含当期望收入水

平降低时可导致农村劳动力作出返迁决策。20世
纪 6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国家产业的全球二次转

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大范围流动，新迁移经济

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结构

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从迁移成本、家庭福

利最大化、个体追求福利最大化、社会经济结构

框架、社会资本等方面研究劳动力转移动因，研

究结果也延展至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等方面。当

研究指向以多个视角触及返迁现实时，返迁决策

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其中，迁入与迁出两地的

相对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的可用

性、迁移者主观偏好等为主要决策依据，返迁后

的工作机会、工作环境、迁移距离、失业保险以

及实际收入等因素影响返迁决策，返迁决定对其

收入水平产生影响［7］。

总之，对劳动力转移研究来说，“收入追求”

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收入是其重要的变量因素。

同样，返迁作为劳动力转移的反事实参照物，既

有与外出劳动力相同的预期等收入影响因素，也

存在其特定性因素。

二、间接影响：返迁决策因素

关于移民返迁的研究，特别是在 2000年之

前，关注点多集中于迁移动机、迁移过程、迁入

地融合等方面，有关收入问题研究的成果较为鲜

见。但是，由于返迁意愿、返迁动机以及返迁原

因与其客居时间长度，尤其是与其个体特性有

关，这些因素影响返迁后收入预期，而收入预期

可以作用于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并传导至收入，

产生收入水平变化结果。

（（一一）） 返迁意愿返迁意愿

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经过多次工业革命，

其劳动力转移时期十分短暂，随着城市化建设目

标的快速实现，农村转移劳动力几乎是“跳跃

式”［8］ 一步到位。因此，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及

返乡劳动力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其研

究对象也多集中于返回母国的国际移民 （返迁

者）。英国学者拉文斯坦 （Ravenstein） 的 《人口

迁移规律》 被认为是最早涉及返迁劳动力的研究

成果，其研究赴美淘金的欧洲移民族群时发现，

赴美最大动机是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当

无法完全满足这个条件时，约 25%的移民返回母

国，即“每一个迁移潮流都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

反向迁移源流”［9］。美国是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国

家，移民对其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移

民的永久定居和文化适应也是他们“意图失败”

的证据［10］。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美国

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卫星城市，曾出现过劳动力回

流农村的“返迁潮”［11］。1975—2000年期间，全

球国际移民人口数量达到 1. 75亿人，占同期全球

平均人口的 2. 9%，同时，返迁劳动力数量也在

增加，而且这个现象无法完全用经典理论中的

“收入最大化”来解释［12］。返迁决策与客居时间

长度相关外，还与海外消费水平与家庭“终生消

费保障”［13］之间的边际效用成本有显著关系，客

居时间较长、有一定资本积累者，其后的收入水

平有相对稳定的保障［14］。

从上看出，经济因素之外，当社会因素通过

影响移民在迁移国中发展预期时，社区参与度、

生活适应度、身份认同等因素形成返迁推力，并

影响其返迁意愿。从收入因素看，返迁本身可以

提示相对收入的变化甚至其决策变化。当预期收

入水平成为返迁决策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时，返

迁决策研究产生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因素研究的

基石作用。

（（二二）） 返迁动机返迁动机

实证研究证实，返迁动机具有多样性，主要

包括：生活改善预期无法实现或迁出地出现更好

的投资机会时产生的返迁；返迁可实现社会、家

庭、功能和伴侣导向等行为价值；规避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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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发展周期以及生命周期的影响［15］；个体

能力可以决定返迁决策和返迁价值；来自于家庭

经济援助越多的男性移民越倾向于返迁［16］。当

然，还存在其他返迁原因。譬如，当存在无法克

服的一些消极因素时，出现劳动力返迁，这些消

极因素包括男性移民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女性移

民婚姻失败、自身健康状况不佳、受教育水平较

低等。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个人声誉以及家庭

压力等因素也可以成为阻碍中青年劳动力返迁的

重要因素［17］。

国际移民研究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永久定

居权问题。根据是否持有永久定居权，国际移民

分为永久性迁移和临时性迁移两种类型。返迁多

发生于“一次迁移决策”的临时性迁移过程中，

其更注重储蓄或者汇款，以便为返迁进行资本积

累。当临时性迁移形成多次循环迁移时，移民的

客居时间对返迁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迁移持续

时间比平均水平每增加 1年，选择返迁回流的概

率降低 2. 2%［18］。对照移民类型，返迁劳动力可

被分为主动返迁和被动返迁两种类型，前者外迁

目的为积累资金、获取劳动技能和技术，目标实

现后做出返迁决策；后者指有永久性迁移意愿，

由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乡愁情结”、基

于对某方面失败失意的调整、新情境新机遇下即

时性决策等原因的返迁。也存在无具体迁移预期

或者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上存在的不同返迁行为，

尤其是具有较高技能者，其返迁多与家庭、生活

方式等因素有关，并非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的收

入因素［19］。

以上说明，返迁动机可以对其返迁后收入获

取动力产生影响，其结果决定其收入水平。因

此，拥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外出劳动力，其创业动

机较为强烈，在全体创业者中占比较高。同时，

返迁动机会受到“拉力”影响，其影响强度增

加，则对返迁数量、人口学结构和个体特性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导致收入水平变化。

（（三三）） 返迁动因返迁动因

首先是经济因素。此因素的动因表现形式以

主动性返迁为主，也存在由于东道国经济衰退而

导致的大规模的被动返迁，人力资本较低的移民

在 收 入 方 面 处 于 不 利 地 位 ， 因 此 更 倾 向 于 返

迁［20］。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

转移过程为倒 U型曲线，初始阶段，填补收入差

距以及追求外向型社会结构的动机强烈，随着期

望收入水平降低、收入差距缩小，可出现持续性

返迁。与外出劳动时相比，返迁劳动力的收入水

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1］。

其次是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和政

策因素。社会因素方面，影响劳动力移动的因素

有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迁入地融入程度

等［22］。当家庭处于离散状态，获得一定经济积累

的中年人，其“根联式”返迁显示了社会关系影

响因素的重要性，并且，外出时和返迁后的收入

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3］。政策原因也是返迁的

影响因素，尤其是在被动返迁中，当政策因素中

包含收入保障内容时，返迁成为其反向追求收入

效应的一种选择［24］。经典案例是发生于 20世纪

9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具有一定收入援助内容的

入国管理政策下，曾出现移民南美的日本人或其

后裔的“日系人”（Nikkeijin） 的“返日潮”［25］。

前有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跨过刘易斯

第二转折点，进入拉尼斯⁃费阶段后，单向转移逐

渐变为双向流动，两者之间的收入水平变为趋同

时，可出现持续性返迁行为。返迁过程中，经济

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均为影响返迁劳动力收入的重

要因素。其中，常见的“根联式”返迁提示，除

经济因素外，社会关系影响因素同样具有重要

性。对此，虽然国外对我国返乡农民工的研究成

果较为偶见，但也有研究提示了非经济因素的重

要性，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越低，越容易发

生返迁［26］。

三、直接影响：群体特性

（（一一）） 重新适应性重新适应性

首先，返迁劳动力的重新适应性结果对其收

入产生影响。在人力资本一定的条件下，考虑劳

动力自身的特定因素，返迁后收入会受到个体重

新适应的影响。用于评价重新适应性的条件因素

包括：创业情景或就业工作状况、结果，返迁后

的居住条件，是否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参加

当地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情况等。也可以通过量

表测度评估自身幸福感知程度、自我适应容许程

度等情况，评价重新适应程度。对爱尔兰返迁劳

动力的研究表明，由于返迁后重新适应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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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约 20%的人非常愿意重新回到原来的客居国

家，如美国、英国等。这种情况被称为返迁不满

或返迁失调现象，是长期脱离母国后面对二次社

会文化冲击所产生的非适应性症结，其结果是通

过 影 响 其 创 业 就 业 ， 进 而 对 其 收 入 水 平 产 生

影响［27］。

（（二二）） 返迁地作用效应返迁地作用效应

移民返迁尤其出现大规模返迁时，主要通过

作用于当地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对其收入产生影

响，可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尤其当返迁地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返迁会推高失业率，降低

人均收入。但上述影响在时间上有时是较为短暂

的，长期看不但不影响就业率，还可以通过增加

资本供给，同时还可以提升包括知识、工作技能

和生活经验在内的人力资本水平，填补专业化职

位空缺，其创业活动以及自营职业活动还可以改

善就业基础、提高现有服务规模和水平，最终，

提高当地生产水平和人均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当然，如果所拥有的资本无法有效利用时，

对当地经济发展无法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28］。对

社会结构的影响包括，增加短期和长期人口，提

升知识、技能及生活经验等人力资本水平，产生

“智力获取”效果，利于减轻社会不平等，增加

社会结构稳定性。另一方面，返迁劳动力的差异

化社会优势和经济优势，有时会加剧不平等，引

起当地的不满甚至仇恨，影响社会稳定性，其结

果会对其收入产生不利影响［29］。

（（三三）） 职业选择偏好职业选择偏好

在探讨返迁劳动力收入问题时，可以以职业

选择为切入点，职业选择结果是影响其收入的最

直接因素。职业选择首先面临职业信息的获取成

本，劳动力市场信息需求增加会显著增加职业搜

寻成本［30］。而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主要有生命阶段

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等。返迁劳动力中，年轻人

比老年人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高的工资报

酬，生命阶段和人力资本积累都对职业选择产生

影响，拥有技能或高等教育学历者，更易融入家

乡的劳动力市场，获取较好工作机会，形成稳定

就业和获取稳定收入［31］。

市场经济背景下，返迁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可

分为自雇、自主经营和工资性从业经营三种形

式，这些形式表现劳动主体自主性，并在行动内

容、行动边界和行动文化蕴涵方面体现差异［32］。

自雇经营和自主经营一般指个体经营、小企业等

小规模经济组织，也可是较大规模的经济组织，

既强调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关系，也包含自雇创

业、自主经营创业等形式，按照就业领域区分，

还可以分为农业和非农就业。与返迁地无外出务

工经验的人相比，返迁劳动力具有较强创业偏好

和企业家志向，这种偏好是这个群体固有属性在

就业行为中的体现［33］。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同样

也显示出较强的这种偏好，倾向于自主经营和自

主创业，尤其在创办中小企业方面能力显著，其

中，约 30%的返迁移民选择创业，这部分人往往

可以在返迁地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34］。当

然，创业选择并非持续性的或者并非永久性职业

选择行为，这样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创业目标的实

现程度［35］。

从上看出，在如何降低职业获取成本方面，

社会网络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有效降低

职业搜寻成本，这也是迁移劳动力形成多重循环

移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无论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返迁劳动力把创

业视为识别机会的能力，倾向于非农自主创业形

式从事职业活动，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

社会资本的相对优势，以期为其创造财富，并对

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四四）） 劳动力特征劳动力特征

群体特征。劳动力特征与返迁劳动力的年龄

结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家庭人口因素等

群体特征密切相关，并决定其返迁后的群体收入

水平，尤其是返迁创业中，即使不具有更高的风

险偏好，但群体风险承担能力及不确定环境容忍

度较高，创业目标包括提高平均收入目标的期望

程度，可获取平均收入的增长［36］。同时，返迁劳

动力多具有创业管理者定位，提高收入水平需要

创业绩效作保障，而创业绩效会受到管理者意识

和能力的影响［37］。

人力资本。外出务工过程中，劳动力人力资

本得到不断积累，加之鼓励劳动力返迁就业和创

业媒介的存在，可促进劳动力返迁。并且，他们

可根据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决定职业选

择，人力资本与创业就业类型及行业密切相关。

现实中，人力资本积累相对较少的返迁劳动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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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多致力于传统产业领域的生存型创业，如

批发零售业等，人力资本积累丰富的人则会选择

机会型创业、自我价值实现型创业，业务领域多

为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如信息行业等［38］。当存

在期望投资、弥补人力资本损失等机会，以及满

意收入预期、家庭因素、职业提升因素时，返迁

劳动力数量增加，弥补和缩小包括收入差距在内

的各种社会差距是其最重要的增收动机之一［39］。

社会资本。工作经历、人际网络、家庭关系

等对创业绩效及收入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外出从

事各种非农就业的职业经历，利于这一群体在资

金、技术、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积累，

进而对他们返迁后创业就业活动产生积极促进作

用。社会资本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重要作

用，从获得满意度较高的工作或创业机会，并且

在收入保障以及增收方面产生正向影响［40］。

创业和就业环境。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环境、

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也包括行

业环境、职场环境等因素，对返迁决策、创业动

机和职业选择，收入影响是上述因素对返迁劳动

力的重要影响结果之一。全球创业观察 （GEM）

的数据显示，经济和政治环境等情境因素、教育

和感知能力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创业者产生重要影

响，其中，经济参与度以及专用性人力资本是影

响创业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创业过程中，需要考

虑机会成本对成为企业家的机会以及获得优良工

作的机会产生的影响，而机会成本又受到环境因

素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积极影响可以促使收入

水平稳定及增收［41］。

四、结语与研究展望

返迁研究是劳动力转移领域的重要研究课

题，其研究的理论起点源于发展经济学的劳动力

转移理论，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几乎均来自

于国外。这些成果触及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成

为进一步相关研究的基础。根据国外相关研究结

果，结论上说，返迁为移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伴随行为，这是一系列“力”作用的结果，其返

乡影响源于多元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社

会和经济环境下，迁移动因、收入差距、就业状

态等均可影响返迁决策和行为。返迁劳动力收入

影响因素可分为间接影响因素和直接影响因素，

返迁决策影响因素为最重要的间接因素，直接因

素包括返迁劳动力个体适应性、对返迁地的作用

影响、职业选择外，最重要因素则源于特定的群

体劳动力特征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以

及创业就业环境因素等市场因素，以上因素的作

用结果形成返迁劳动力收入效应。

在总体现状上，上述国外研究具有明显的属

性特性：多以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鲜见以农村

转移劳动力返乡者为对象的研究；多以返迁动

因、价值行为、创业就业影响因素等为主要研究

内容，少数研究结果在视角上较深层次触及到收

入影响因素及其结果，同时关注个体特征 （如人

力资本），强调结构性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但缺

少以收入保障以及收入增长为效应目标的研究；

以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为主，趋于综合研究

法；研究动态上，国外的成果数量呈减少趋势，

研究方向受研究对象区域影响较大。

毫无疑问，在理论和应用上，国外研究成果

对我国返乡劳动力及其收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石

和启示作用。今后，随着国内研究成果数量的不

断增加，在研究对象上进一步聚焦于农村转移劳

动力返乡者即返乡劳动力。理论上说，返迁劳动

力具有外出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双重属性，尤

其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比较性优势。

在此认识基础上，今后相关研究的方向和课题将

聚焦于返乡劳动力群体及其收入问题，进一步研

究结构性因素以及制度化路径等外生性框架对收

入影响因素的控制作用，关注政策效应，探讨和

解决在良好政策支持下如何通过生产经营活动，

成为职业化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将群体优势转化

为收入有利因素，并产生社会经济贡献效应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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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come impact of the returned labor force： a perspective of foreign review
ZHOU Ping，QU Tao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labor-returning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Relevant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have a strong influ⁃
ence in this field. Therefore，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academic review，it is clearifi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labor-returning
is the accompanying behavior of labor transfer，which is the result of a series of“forces”. The returning labor has the dual attri⁃
butes of migrant labor and local labor，and has advantages in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come of the returned labor force，the decision-making factor of returning is an important in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while individ⁃
ual adaptability，the effect of returning pla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bor force are the 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including
group characteristics，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Keywords：Immigration；Labor transfer；Returning decision；Group characteristics；Incom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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